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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高级阶段，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探究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的作用机制，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体系，采用ISM-MICMAC模型得出全部影响因素的ISM 层次模型、驱动力-依赖度矩阵。ISM 层次模型表明：技术安全性感知是影响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的直接表层因素，社会网络、设备操作能力、家庭收入、耕地面积、组织化程度、土地细碎化程度、是否参加培训、技术有用性感知和技术易用性感知是中层间接因素，家庭农场主的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居住地理位置、政府宣传引导、政府经济补贴和基础设施是深层本质因素，对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产生决定性作用；驱动力-依赖性矩阵表明：家庭农场主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属于高驱动力、低依赖性独立因素。最后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强化数字技术宣传推广、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增加政策扶持与补贴等四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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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in Family Farms Based on ISM-MICMAC Mode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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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gital agriculture is the advanced stage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family farm is one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agriculture adoption in family farms for realiz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ystem of digit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in family farms,and the ISM hierarchy model and driving force-dependence matrix of all the influence factors are obtained by using ISM-MICMAC model.The ISM hierarchical model shows:The perception of technology safety is the direct surface factor affecting the adoption of digit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on family farms, and social network, equipment operation ability, family income, cultivated land area, organization degree, land fragmentation degree,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technology usefulness awareness and technology ease of use perception are the mid-level indirect factors.Family farmers' political identity, education level, age, number of family labor force, geographical location, government propaganda and guidance, government economic subsidies and infrastructure are the deep essential factors tha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adoption of digit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family farms.The matrix of driving force-dependence shows that the political status and education level of family farmers are independent factors with high driving force and low dependence.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four aspects: perfect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ing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ion, develop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increasing policy support and 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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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既保留了农户家庭经营的内核，又克服了小农户“小而弱”的缺点，成为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创新发展的有效形式，在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1]。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家庭农场的培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求重点抓好家庭农场发展。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确立“家庭农场”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此时全国有家庭农场87.7万个；到2022年底，全国有家庭农场390万个，10年来获得高速发展[2]。目前，家庭农场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是大宗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对确保粮食安全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数字农业技术应用既是实施数字中国战略需要，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要求，家庭农场对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具有特殊意义，能发挥先行探索、节点建设、示范带动等诸多作用，被党和政府寄予厚望[3]。但根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平均水平为39.1%，农业生产信息化率平均水平仅为25.4%。因此，推动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对提高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数字农业的研究逐年增加，主要成果有：一是数字农业内涵研究。目前，数字农业内涵正不断丰富，但尚未形成统一界定，学术界主要从数字农业定义[4]、数字农业内容[5]、数字农业技术类型[6]等方面来界定。二是数字农业发展模式研究。数字农业呈融合发展趋势，初步形成了数字农业+生产、数字农业+物流、数字农业+营销、数字农业+金融等四种典型模式[7]。三是数字农业存在的问题。我国数字农业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人才缺乏和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8，9]。四是数字农业发展评价指标研究。杨军鸽等[10]（2023）从数字信息化和数字互联化2个维度10个指标建立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肖艳（2022）[11]从数字生产、科技创新、效益水平、产业多元融合和信息化发展5个维度综合评价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等。
综上所述，目前数字农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模式、问题与评价等方面，忽视了数字农业技术采纳研究。家庭农场是数字农业技术重要应用主体，如何推动家庭农场大规模应用？分析影响数字农业技术采纳的关键因素并进一步探究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基于 ISM-MICMAC 模型，针对我国家庭农场这一重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家庭农场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技术特征感知和外部环境等4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影响因素体系，识别影响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分析其作用路径，探究其内在作用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解释结构模型法
解释结构模型法（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简称ISM），它的基本原理是将凌乱无序的复杂因素用矩阵形式表示出来，通过布尔逻辑运算，利用MATLAB软件计算可达矩阵，实现对复杂因素的层级分解，并通过多层级递阶模型来呈现因素间层次性和条理化。本研究利用该法将影响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的复杂因素转化为直观具有良好结构关系的简化模型，便于清晰把握各因素间的层次性。
2.2 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
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Cross-Impact Matrix Multiplication Applied to Classification，简称MICMAC），它是一种利用驱动力—依赖性矩阵，以此判定不同因素所处的因素群，明确各因素在复杂系统中实质作用的方法。本研究利用该法确定影响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因素驱动力—依赖性矩阵，便于揭示各因素的作用。
ISM法有利于梳理因素层次、MICMAC有利于揭示因素作用，两法联用既能清晰研究思路，又能保证研究科学性。本研究ISM-MICMAC 模型首次应用在家庭农场领域，旨在确认影响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关键因素的地位、层次和作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3 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分析
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探讨。本研究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并邀请本领域内各方专家，经过多轮意见收集和论证，形成了家庭农场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技术特征感知和外部环境等4个维度、18个指标的影响因素体系，据此建立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体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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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体系

3.1家庭农场主个人特征维度
学术界普遍认为政治身份会影响个体新技术采纳[12]，且技术采纳者往往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13]；年龄对个体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意见不一：张琳等[14]（2022）认为年龄正向影响技术采纳行为，杨兴杰等[15]（2021）认为随年龄增长个体对新技术的采纳积极性更低；杨兴杰等[16]（2020）认为社会网络规模会显著影响个体新技术的采纳；吴雪莲等[17]（2016）提出农户的设备操作能力会影响其对技术采纳。
3.2家庭农场主家庭特征维度
由于规模经济效应，数字农业技术采纳者的技术采纳程度会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而提高[18]，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越倾向于采纳新技术[19]；方松海等[20]（2005）提出家庭居住地理位置离市场中心越远，其更愿意了解和采纳新技术；由于采纳新技术需要投入一定资金成本[21]，因此家庭收入越高，对新技术接受能力越强[22]；家庭农场组织化程度也会影响技术采纳行为，合作社良好的示范效应可将分散小农户和家庭农场联结和组织起来[23]，从而提高其技术采纳水平。
3.3家庭农场主对技术特征感知维度
蔡建东等[24]（2022）提出高有用性和高易用性感知易促使个体采纳新技术，李子琳等[25]（2019）提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影响技术采纳的关键因素；Radhwan等[26]（2022）认为新技术可靠性感知和安全性感知是影响个人技术采纳的重要因素。
3.4外部环境维度
刘洪彬等[27]（2021）认为经济补贴是激励个体采纳新技术的有效手段；张红丽等[28]（2021）认为政府宣传引导政策会帮助个体认知新技术，提高技术采纳积极性；杜三峡等[29]（2021）得出农户参与技术培训越多，其采纳技术水平就越高；郭芬等[23]（2022）提出土地细碎化程度也是技术采纳的重要影响因素；孙茜等[30]（2022）认为数字基础设施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完备的基础设施意味着更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收入预期。

4 ISM模型构建与分析
4.1 构建影响因素集合
综合以上研究，从家庭农场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技术特征感知和外部环境等4个维度对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进行辨识，并将18个影响因素组成一个集合，即S={Si | i=1,2,…,18}。
4.2 建立影响因素关联矩阵
为进一步探讨上述18个影响因素的内在关系，本文查阅解释结构模型相关文献[31,32]，研究认为要构建效果理想的解释结构模型，需要采访4-10名专家。基于此，本文分别邀请具有丰富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农业领域专家、政府官员和一线管理者各3位共9人参与评分。在对专家数据进行统计时，考虑到专家打分的主观性，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统计得出各影响因素内在逻辑表。本逻辑表因篇幅原因省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4.3 构建邻接矩阵
得到影响因素的关联矩阵后，需对因素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即用0和1代表因素间的关系。当Si对Sj有影响且i≠j时，V与A表示Sij=1；当Si与Sj互不影响且i≠j时，O表示Sij=0；当Si与Sj相互影响且i≠j时，X表示Sij=1。据此建立邻接矩阵A=（Sij）18×18，本邻接矩阵因篇幅原因省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4.4 计算可达矩阵
邻接矩阵表示各要素有无联系，可达矩阵则表示影响因素Si与影响因素Sj之间到达的程度，直观反映各因素间的直接或者间接关系，并利用MATLAB R2016a软件运算，得出可达矩阵M。本可达矩阵因篇幅原因省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4.5 可达矩阵的层级划分
目前学术界对可达矩阵的分解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上至下分解确定层级，另一种是指从下向上分解确定层级。由于本文影响因素具体层级数量难以预测，倘若采用从上至下方法，难以确定最高层级位于系统第几层，因此本文采用从下至上分解方法。
对可达矩阵M进行分析，划分出所有影响因素的可达集R(Si)、先行集Q(Si)和共同集C(Si)=R(Si)∩Q(Si)。对可达矩阵进行划分时，将C(Si)与Q(Si)中共同存在的影响因素划为同一层次，在划分下一层次时，去掉已经选定的因素，按照上述方法依次将数字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划分为4个层级，层级划分结果如表 1所示。



[bookmark: _Ref32415]表 1  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层级划分
	影响因素
	R(Si)
	Q(Si)
	C(Si)
	层级

	S1
	1,2,4,5,6,9,10,11,12,13,16
	1,2
	1,2
	L1

	S2
	1,2,4,5,6,9,10,11,12,13,16
	1,2
	1,2
	L1

	S3
	3,4,5,6,9,10,11,12,13,16
	3
	3
	L1

	S7
	5,6,7,9,10,11,12,13,16
	7
	7,
	L1

	S8
	5,6,8,9,10,11,12,13,16,17
	8
	8,
	L1

	S14
	5,6,9,10,11,12,13,14,16
	14
	14
	L1

	S15
	5,6,9,10,11,12,13,15,16
	15
	15
	L1

	S18
	5,6,9,10,11,12,13,16,18
	18
	18
	L1

	S4
	4,5,6,9,10,11,12,13,16
	4
	4
	L2

	S17
	5,6,9,10,11,12,13,16,17
	17
	17
	L2

	S5
	5,6,9,10,11,12,13,16
	5,6,9,10,11,12,16
	5,6,9,10,11,12,16
	L3

	S6
	5,6,9,10,11,12,13,16
	5,6,9,10,11,12,16
	5,6,9,10,11,12,16
	L3

	S9
	5,6,9,10,11,12,13,16
	5,6,9,10,11,12,16
	5,6,9,10,11,12,16
	L3

	S10
	5,6,9,10,11,12,13,16
	5,6,9,10,11,12,16
	5,6,9,10,11,12,16
	L3

	S11
	5,6,9,10,11,12,13,16
	5,6,9,10,11,12,16
	5,6,9,10,11,12,16
	L3

	S12
	5,6,9,10,11,12,13,16
	5,6,9,10,11,12,16
	5,6,9,10,11,12,16
	L3

	S16
	5,6,9,10,11,12,13,16
	5,6,9,10,11,12,13,16
	5,6,9,10,11,12,13,16
	L3

	S13
	13
	13
	13
	L4



4.6 模型绘制及层级分析
根据表 2对18个影响因素的层级分析结果，绘制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图，并将数字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编码为S0置于模型的最高层级，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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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Ref1585]图 2  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模型

由图 2可知，影响因素被分为3组（表层因素组、中间层因素组和深层因素组），共4个层级。表层因素组包含第四层级，处于该层的因素有S13，该因素可以直接影响家庭农场对数字农业技术的采纳；中间层因素组包含第二、三层级，处于该层的因素有S4、S17、S5、S6、S9、S10、S11、S12、S16，这些因素通过直接因素对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产生间接影响；深层因素包含第一层级，处于该层的因素有S1、S2、S3、S7、S8、S14、S15、S18，这些因素位于系统最深层次，对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发生起着决定性作用。
通过因素间作用路径分析可知，深层因素通过间接因素影响家庭农场对数字农业技术的安全性感知，从而影响其对数字农业技术的采纳。解释结构模型中5条路径分析如下：
（1）S1/S2/S3→S4→S16→S13→S0，影响作用路径可描述为家庭农场主的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会通过影响其社会网络,来影响家庭农场主做出是否参加数字农业相关技术培训的决策，进而影响家庭农场主对数字农业技术的安全性感知，从而影响技术采纳行为。其中家庭农场主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年龄是最根本因素，对促进数字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基层党组织是发展家庭农场重要保障，基层政府要高度重视家庭农场主的教育培训问题。
（2）S15→S12→S11→S16→S13→S0，影响作用路径可描述为政府的宣传引导会影响家庭农场主对数字农业技术的有用性与易用性感知，而当家庭农场主认为数字农业技术使用容易且能给家庭农场带来更大收益，会促使其对数字农业技术产生更大的求知欲，积极参加数字农业技术培训，从而家庭农场主会对数字农业技术的安全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当其对技术安全性感知达到了自己的心理阈值，则可能发生技术采纳行为。这其中，政府宣传引导是最关键因素，对该路径下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十分重要，因此政府应丰富宣传引导形式，将宣传引导落到实处。
（3）S14→S11→S16→S5→S13→S0，影响作用路径可描述为政府经济补贴相当于为数字农业技术有用性背书，会使家庭农场主对数字农业技术产生有用性感知，促使其对数字农业技术培训产生积极态度，而当其通过技术培训提升了数字农业技术设备操作能力，并对数字农业技术设备产生直观的使用感受后，其对数字农业技术安全性感知会大大强化，从而选择采纳技术。该路径中影响采纳行为最关键因素是政府经济补贴，路径中政府经济补贴除了经济层面补贴外，更重要的是对数字农业技术的有用性背书，因此要加强数字农业技术的宣传，提高家庭农场主对技术的信任度。
（4）S7→S9→S6→S10→S13→S0，影响作用路径可描述为家庭农场的家庭劳动力人数会影响家庭收入，家庭农场通过农业耕作带来的收入越高，其更有可能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产生规模效应，进而影响其是否参加合作社，而加入合作社会能帮助家庭农场主增加数字农业技术的认识，包括安全性感知，进而影响技术采纳行为。其中S9和S6之间是双向影响，原因是家庭农场耕地面积越大，由此产生的家庭收入会增加，而当家庭收入增加后，家庭农场主会更愿意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获得规模效应，增加家庭经济收入；S6和S10也是双向影响，原因是家庭农场可通过合作社合作的方式，优化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行为，当家庭农场的耕地面积越大，其组织化程度更高；反之，当家庭农场加入合作社后，其从合作社中获得的服务和市场机遇大大增加，又反过来推动耕地面积扩大并来实现规模效应。
（5）S8→S17→S6→S10→S13→S0，影响作用路径可描述为家庭农场所在地理位置会直接影响家庭农场的土地细碎化程度，土地细碎化程度将影响家庭农场的耕地面积是否规模化；同时，数字农业技术相关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S18）也会影响家庭农场主选择是否扩大耕地面积。家庭农场耕地面积的多少会直接决定家庭农场是否加入合作社，进而影响其对数字农业技术安全性感知，最终影响家庭农场对数字农业技术的采纳。其中最根本因素是家庭农场居住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前者并不能发生改变，但其直接影响家庭农场耕地的细碎化程度，因此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家庭农场连片耕作，形成规模效应；后者则可通过完善实施数字农业技术基础设施来促进家庭农场主技术采纳行为。

5 MIAMAC模型构建与分析
利用ISM法对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进行层级划分后，根据驱动力和依赖性数值计算原理，结合可达矩阵M，计算出各因素的驱动力和依赖性数值（如表 2所示），以此判定不同因素所处的因素群，进而分析复杂不同因素的作用效果。
[bookmark: _Ref20096]表 2   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驱动力数值和依赖性数值
	影响因素
	驱动力
	依赖性
	影响因素
	驱动力
	依赖性

	S1
	11
	2
	S10
	8
	17

	S2
	11
	2
	S11
	8
	17

	S3
	10
	1
	S12
	8
	17

	S4
	9
	4
	S13
	1
	18

	S5
	8
	17
	S14
	9
	1

	S6
	8
	17
	S15
	9
	1

	S7
	9
	1
	S16
	8
	17

	S8
	10
	1
	S17
	9
	2

	S9
	8
	17
	S18
	9
	1



根据表 2中各影响因素的驱动力数值和依赖性数值，绘制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驱动力—依赖性分布图，通过建立直角坐标系，纵坐标代表依赖性，横坐标代表驱动力。直角坐标系四个象限分别表示自治因素群、依赖因素群、关联因素群和独立因素群四种不同性质的因素群，从而明晰数字农业技术采纳行为驱动机制，如图 3所示。
[image: ]
[bookmark: _Ref20377]图 3  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依赖性—驱动力分布

5.1独立因素分析
处于独立因素群的影响因素有S1、S2、S3、S4、S7、S8、S14、S15、S17、S18，说明这些因素都具有较高的驱动力，是影响数字农业技术采纳的关键因素。其中，S1和S2具有最高的驱动力和最低的依赖性，这说明在数字农业技术采纳过程中，政治身份和受教育程度是最为基础的因素。S4、S17在独立因素群中，依赖度高于S1、S2、S3、S7、S8、S14、S15、S18，说明S4、S17可能会受到S1、S2、S3、S7、S8、S14、S15、S18的影响，家庭农场主的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年龄等会影响其社会网络，家庭农场居住地理位置会影响土地细碎化程度。该因素群的因素是影响技术采纳行为发生的根本因素，因此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宣传引导、增加经济补贴、提供技术培训等方式，从根源上推动家庭农场主数字农业技术采纳。
5.2关联因素分析
处于关联因素群的影响因素有S5、S6、S9、S10、S11、S12、S16，此类因素具有强依赖性和强驱动力，在系统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将下层因素的影响力传递到上层。处于关联因素群的因素会受到处于独立因素群的影响因素的影响，也会影响位于依赖因素群的因素。因此应重点关注影响该因素群的因素，通过引导家庭农场主积极参加技术培训提升家庭农场主设备操作能力、鼓励其参加合作社、加强政府宣传引导力度增加其对技术有用性感知和易用性感知等，进而对位于依赖因素群的S13（技术安全性感知）产生影响。
5.3依赖因素分析
处于依赖因素群的影响因素仅有S13，此类因素的依赖性较强而驱动力较弱，这意味着S13（技术安全性感知）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技术安全性感知又直接影响家庭农场主数字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发生，因此应该加强政府宣传引导、提供技术培训等方式增强家庭农场主对数字农业技术的认识，促进技术采纳。
5.4自治因素分析
处于自治因素群的影响因素依赖性和驱动力都较弱，从图 3可知，本研究没有处于自治因素群的影响因素，说明本研究选取的影响因素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和驱动力较强，相互之间影响较大，因此应该格外注意在技术采纳过程中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研究采取ISM-MICMAC方法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关键因素，得到了4个维度、18个因素的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影响因素体系以及ISM多级递阶结构模型、驱动力-依赖度矩阵。ISM模型研究表明：技术安全性感知是影响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的直接表层因素；社会网络、设备操作能力、家庭收入、耕地面积、组织化程度、土地细碎化程度、是否参加培训、技术有用性感知和技术易用性感知是中层间接因素，通过影响技术安全性感知对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产生间接作用；家庭农场主的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居住地理位置、政府宣传引导、政府经济补贴和基础设施是深层因素，对家庭农场数字农业技术采纳产生决定性作用。驱动力-依赖性矩阵表明：家庭农场主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是属于高驱动力、低依赖性独立因素。
6.2 建议
（1）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其一，需要解决耕地不平整、土地细碎化等问题，适度扩大家庭农场耕地面积；其二，建设新基建，布局乡村5G和物联网网络，打通农村信息大动脉；其三，建设乡村大数据中心、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开发适合家庭农场主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的应用工具；其四，加快农村水电路网、物流、农产品加工等设施建设，推动乡村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
（2）强化数字技术宣传推广。数字农业技术推广需要政府、家庭农场以及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增加科技投入，加强监管，为数字农业技术应用保驾护航；家庭农场要做好数字农业技术示范，产品与服务应用推广，带领小农户数字化转型；社会各方要营造氛围，提高社会各界对数字农业技术的认知与支持力度，解决家庭农场在数字农业技术应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3）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其一，开展数字农业技术专题培训，全面提高小农户和家庭农产主的数字化意识、数字化素养与技能，让他们掌握数字农业技术与管理方法；其二，搭建示范交流平台，为家庭农场主提供参观交流、实践操作数字农业技术相关设备的机会，拓宽家庭农场主视野，增加家庭农场主社会网络，增强其设备操作能力，提高其对数字农业技术的有用性感知和易用性感知，为家庭农场主自身采纳并带动周围小农户采纳数字农业技术奠定实践基础。
（4）增加政策扶持与补贴。采纳数字农业技术带来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但伴随而来的高额成本也让许多家庭农场主望而却步。其一，地方政府应以家庭农场对数字农业技术的采纳程度和耕地规模等为标准，按照不同等级发放新技术应用发展基金；其二，政府部门应当完善数字农业技术采纳的补贴政策，加大对家庭农场主采纳数字农业技术的经济补贴力度，扩大补贴范围；其三，相关部门要关注家庭农场主对数字农业技术采纳补贴的反馈意见与诉求，对补贴政策和补贴情况进行公示，提高家庭农场主对政策知晓度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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